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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泾阳社火与民间水管理关系的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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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以陕西一个小镇的社火表演为个案, 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 采用象征研究的

方法, 分析当地民间社火与水资源管理关系, 重点分析社火表演的队伍结构、节目单、表

演时间、表演传统和表演冲突等, 阐释它们对地方用水文化的象征性管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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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至 2001年, 我和同行四人在陕西省泾阳县做了三次的田野调查。调查的入口是社

火, 但摸底的对象是“水”①。

这次调查要探讨的一个问题是: 社火仪式与民间水管理之间的关系。就以往一些民俗学

者的认识看, 华北正月社火中历来有祈雨活动, 这是一个常见的民俗事象, 其本身就与农耕

用水有直接联系。但这种解释忽略了一个问题, 即社火中的祈雨习俗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禳灾

仪式, 它还无法证明老百姓实际上是如何解决水资源乏匮的心理焦虑的? 也无法解释他们在

度过缺水的危机时所创造的精神文化和社会管理形式是什么?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在一个水

源不足的地方小社会中, 农民只靠着表演和想象, 就能喝水吃饭。联系表演和生活的中介究

竟是什么? 要解决这些问题, 民俗学者还要从仪式、民间组织和水物质文化的整体上, 对

“社火”与“水”的话题做综合调查, 然后提出更具体的解释。

调查的方法, 是对社火队的表演做现场观察和连续回访, 与社火队的组织者建立关系和

做个人访谈, 了解社火队的演出网络和归纳农民的兴奋点, 然后找出社火活动的核心点, 归

纳出社火仪式表演的深层话语: 包括相同话语、相似语话和对立话语等, 最后提炼出概括社

火含义的表述框架。

调查的对象, 以男性社火队员为主, 年长者有超过七八十岁的老把式, 年少者有十一二

岁的小马童。重点调查的社火队有南强村角门组社火队、建立村冉家组社火队、兴隆村八组

社火队和三渠村朱家桥社火队。其他调查对象, 还有在现场观看社火的本地和外乡的男女群

众、本地老户、知情老人、寺庙神职人员、流动商贩和赞助社火的私营企业家等, 被访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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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三次调查的时间为: 1999年 2月 25日至 3月 6日, 2000年 9月 30日至 10月 3日, 2001年 1月 31日
至 2月 14日。调查组成员分别为民俗学者、人类学者、历史学者和考古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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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 50人。此外, 也对近年组织社火的有关行政单位, 如县镇机关部门、县文化局和村委会做

了调查。调查中共搜集地方文献 26种, 制作录音带 19盘 (2815小时) , 拍摄录像带 6盘 (15

小时) , 拍摄照片 200余张。

通过田野调查发现, 在号称有 2 000年水利史的关中名地——泾阳县, 存在着以社火办水

事的风俗。当然, 泾阳社火还有别的功能, 而它的水管理功能主要是在正月春节期间体现的。

当地社火表演的传统还在农民的现实生活与精神世界中间形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文化管理结

构, 促使农民养成了用水的民俗习惯。它的象征性管理的外在形式是, 能帮助农民在公众场

合以戏剧化的盛装演出方式与上级对话; 也能帮助农民在缺水危机来临之际以卖力表演的方

式与神灵沟通, 从而积极找水、战胜危机。从地方文献的记载看, 泾阳社火与泾阳的水管理,

还有一个上下认同的日常运行系统, 不过以行政干预为主。农民要说话, 往往要通过象征系

统干扰行政系统, 以求实现公平用水的集体运作原则。

以下重点以 1999年泾阳县泾干镇社火调查为例, 报告调查的经过和初步分析的结果。

一、泾阳县的地理、历史、水利与民俗社会概况

泾阳县位于陕西关中地区的北部, 距省会西安市 70公里, 是一个古老的农业县和泾惠渠

的受惠县。20世纪以来, 由于旱灾频发等原因, 它成了一个农耕用水匮乏的县份。据 50年代

初普查, 全县共有耕地 81万余亩, 人口约 16万, 农业人口占 92%以上, 人均耕地 4178亩。

县内有水浇地 29万亩, 占可耕地面积 1ö3弱, 主要集中在泾干、三渠、云阳、雪河等中部平

原区。此外, 还有白王、兴隆、口镇、王桥等北部的台塬区、山区, 与南部的台塬区, 灌溉

水量欠缺, 要靠天吃饭。到了 90年代初, 改革开放以后, 泾阳县加快了城市化的进程, 全县

耕地面积减为 78万亩, 虽然水利灌溉的范围已经有所扩大, 但由于人口已增至 44万, 接近

1949年的 3倍, 加上县内土地和灌溉条件的不平衡, 以及水费的提高, 地下水位的下降, 农

民的生产生活用水仍处于短缺状态。

泾阳正月耍社火, 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和华北其他农村一样, 在泾阳的社火表演中, 也

穿插着求雨仪式。不同的是, 因为靠近泾惠渠, 泾阳人有了一条官渠当“保底”, 民间视之为

“官水”; 与其相对的是“民水”。在民俗社会中, 官水与民水的用法, 被认为是可以商量的,

可以互补的。如果没商量、乃至用量失调, 就会出现官民冲突。在这种情况下, 到了正月春

节期间, 双方便可以通过耍社火的形式, 在泾阳县县城街区内的公共场合对话。这时, 农民

要么更起劲地耍社火, 表示决不示弱, 给政府的行政管理提意见; 他们要么就拒绝耍社火, 不

给干部面子, 这也能引起有关行政领导的注意, 事后会把戏剧化的冲突当真, 去调整农业政

策, 一般都能落实到“水”。

二、泾阳社火的组织者、队伍构成与节目结构

泾阳县民间传统耍社火的正日子是正月十四。但现在耍社火是官办的。从正月十三到正

月十五, 每天都有农民社火队代表乡镇政府进县城表演, 叫做“给领导拜年”。表演的场所在

县政府所在地泾干镇的街区。表演队伍的秩序以与县政府关系的远近排列, 这已在社火表演

开始之前, 在农民和地方干部的心目中达成了高度默契。就我们所看到的, 是泾干镇政府组

织的队伍, 在正月十四耍社火。其他各路社火, 如崇文乡政府组织的社火, 提前一天, 正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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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表演; 三渠镇三渠村和兴隆镇兴隆村等的社火, 错后一天, 正月十五表演。三天之内, 共

有 4镇 5乡 30个村 36个乡镇企业共 66个单位的 2万余农民参加了社火表演, 观众达 10万

人以上, 覆盖面达泾阳、三原、永乐、礼泉、咸阳等附近 5县。据老百姓说, 这是中等规模,

“不算好, 要是去年不闹灾, 那更热闹”。

从泾干镇政府组织的社火看, 可见社火有四个特点:

(一) 组织者是县政府管辖的乡镇村组干部系统

春节前, 由镇政府下红头文件, 派镇机关 17位干部下乡, 包干到村, 通过村委会, 发动

本村的农民社火队进城耍社火。正月十四正式游行那天, 由镇长出面带队, 坐着小轿车, 走

在社火仪式队伍的最前面, 其余参加组织工作的机关干部, 以村分段, 按段站位, 一律列头

一名, 负责照管本段的队伍。站在社火队伍最外圈, 是县公安局的警察, 他们手里捏着对讲

机, 随时与镇长取得联系。据总指挥、县政法委干部说, 这样做是“怕出事”。

按传统, 社火表演的组织者是社首、鼓头或老把式, 他们是民间社会里的精英人物, 有

威望、能种地, 但不是村长。1999年以后, 镇政府为把这个权力要过来, 采取了两种方式: 一

是联络感情, 发给每村一条香烟、二斤白糖; 二是附带举行发奖仪式, 给配合政府行为的社

头及其社火队, 按照表现程度, 分别评一、二、三等奖。政府评奖, 意味着村落来年利益机

会的多寡, 暗示了政府对各村的政治评价、社会地位和经济投入的再调整, 是一种行政性的

公共资源再分配, 农民不敢忽视。所以, 以上两种动员方式, 是一种官方与社首的利益交换,

官方的筹码不轻, 农民可以接受, 让出耍社火的组织权。由此组成的新社火队叫“民乐园”。

(二) 社火仪式队伍的构成

泾干镇政府组织农民社火游行的动机,是向上一级县政府展现管理地方小社会的政绩。他

们认为, 最明显的政绩, 是应该用政府和民众两个声音来说话表达的, 而不是用政府的一个

声音说话。而能提供官民合唱的唯一公共舞台, 就是每年一次的正月社火。为了实现这个好

主意, 从我们的观察看, 当地人创造了一个戏剧化的社会组织结构, 它表现在这次社火仪式

队伍的构成上。

(1) 两个权力的合作

在这支社火队伍中, 由镇长、下乡干部和公安干警组成外圈, 这是一个行政权力圈和政

治安全圈; 由村长 (或村支书) 和社首组成一个内圈, 这是一个民间社会圈和象征表演圈。变

戏法的法眼在“下乡干部”, 他们是内外联络的中间人, 起到沟通行政管理系统与象征管理系

统的作用。下乡干部或者与村长组合率队前进, 或者与社首组合率队表演, 通过调换村庄的

“村长”和“社首”的位置, 表现出对两个权力系统的区别意识和促成它们合作的方法。

(2) 两个声音的合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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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火队 (民众之声:

迎神锣鼓、狮子竹

马)

—→

陕北新秧歌 (社会

主义新文艺的声

音: 革命歌曲“红

珊瑚”、 “翻身道

情”)

—→

服装西乐 (西方乐

器吹奏声: 歌唱当

代农村的改革开

放)

—→

政府彩车 (宣传车

喇叭声: 汇报政

绩)

　　这支队伍鼓乐喧天、鱼贯穿梭地做行进表演, 编队者是县乡镇企业办书记王某, 60来岁。

编队的原则, 是照顾政府和民间两头, 把与镇政府关系好的村落社火队往前排, 但也让民间

声望高的社火队尽量靠前, 让两头都高兴。队伍中发出两个错落有致的声音: 一是镇政府的

宣传车高亢地播放行政领导的声音; 一是各村社火队欢乐地歌唱基层的声音。由于陕西有个

延安, 延安的革命秧歌腰鼓在 40年代以后就传到了泾阳, 已在民间成为社会主义新文艺的象

征, 所以在这种场合, 它也与泾阳本地的传统狮子锣鼓混合在一起, 加上一些现代流行歌曲,

三者共同组成社火队的歌舞音乐, 为老百姓齐心合力地叫喊。乡镇企业的彩车, 被分段插入

各村队伍之间, 由它们唱财神戏, 官方和民间都乐意。

(三) 游行的路线与时间

队伍的游行路线, 是沿着县城主要街区绕行一圈, 主要是到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和县

政协四个单位表演。表演的时间为机关上班的白天时间, 在经过这些单位的门口时, 整个队

伍停下来表演, 这叫拜“四大院”。

(四) 节目结构

观察各村社火队的节目结构, 可发现能体现官民双方的经济实力。大多数村庄都有彩车

开路, 表示已进入小康水平。对个别经济条件差的村, 镇政府允许他们以陕北秧歌队代替彩

车打头阵。总指挥说: “不能装彩车的, 决不强迫”; 镇长说: “从效果看, (这样) 组织社火,

干群关系密切了”。

附表　1999年正月十四泾干镇社火节目结构表

序号 单位 彩车 服装乐器 陕北秧歌 社火

1 镇政府 6 1

2 镇教育局 1

3 镇环卫局 1

4 镇街道办 1

5 合作基金会 1

6 吉元开发区 1

7 粮集村 1 1

8 东关村 1 1 2 1

9 北强村 1 1

10 北关村 1 1

11 和联工贸公司 1

12 花池渡村 1 1

13 封家村 1 1 1 1

14 南强村 1 1 1

15 南强村角门组 1 1

16 木刘村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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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以上情况看, 泾干镇社火的特点有四个:

11在组织上, 由镇政府控制。

21通过娱乐目标, 表现出地方社会的多层级结构。 (见上右图)

31节目构成的新与旧、传统与现代、行政与象征的结合方式。
41从仪式全过程看, 体现了官方指挥、官方时间、官方综合资源观和官民为了演出耍社

火这出“戏”所做出的双向让步。

三、泾阳社火活动的核心点与民众的思想概念

社火队除了参加镇政府的社火游行, 还有另外一条表演路线在民间悄悄地流动。从调查

看, 农民对耍两套社火的表演方式已经适应了。分析这两套社火活动的资料, 可以对当地村

落的民俗环境和民众的思想概念有一些初步的认识。

(一) 表演节目分析

从节目构成看, 支持农民耍社火的动力之一, 是村落的经济生活, 因此要进行经济民俗

学的分析。

(1) 出彩车。对农民来说, 这是政治指标, 也是经济指标。在正月十四日的节目单中, 有

4 个村的社火队没出彩车。在这 4个村中, 团庄村、柴焦村和花池渡村是 3个贫困村, 出不起

彩车, 总指挥替他们说了一句话: 出彩车“花钱多, 不实在”。他们在经济生活还达不到富裕

程度情况下, 就没有与政府实行政治合作, 连耍社火的民俗活动也在萎缩,“因为心情不好”。

第 4个村, 南强村, 是个富裕村, 不愁吃、不愁喝。但由于被某水电部门征用了耕地, 心里

有气, 也没出彩车。但他们一个村出了两支社火队, 表演得特别卖力, 在路过“四大院”时,

他们还耍着狮子进县政府告状, 被武警门卫拦住了, 他们不出彩车的原因很明显: 是与某些

水电部门有冲突。另外, 还有建立村, 他们原来报名出 2辆, 后来只出了 1辆。这是一个缺

水村。事后经调查知道, 他们是因为镇政府答应给村里打机井, 但没兑现, 后来又把水利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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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给别的村了, 本村里的一些地浇不上水, 农民不高兴, 就少装了 1辆彩车。其他出彩车的

村, 都由村委会从村提留中出钱, 一表示本村富了, 有这个经济实力; 二表示在此基础上与

政府合作。

(2) 服装乐器。由农民自筹资金购买。从调查看, 在农民的眼中, 这个节目, 是露脸的

事; 穿新衣, 是富裕的符号, 吹洋号, 是改革开放的符号。

(3) 陕北秧歌。前面说过, 这个节目, 不是泾阳的民俗。自从延安文艺《讲话》后, 50

年来, 扭陕北秧歌已在当地成为一种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一些村子, 花不起钱装彩车, 但能

花得起钱制秧歌服, 就组织了新秧歌队。这既响应了政府允许以革命文艺代替彩车的号召, 又

能动员更多的妇女儿童加入表演队伍。花钱不多, 一举两得, 还有新意。

(4) 传统社火。在泾阳, 传统社火主要指狮子龙灯锣鼓。这个节目是农民自己说故事。最

值得注意的是现在农民的心态: 害怕民间社火失传。他们大把地花钱, 买旧行头, 请老把式

和模仿古代表演。好像在他们的心目中, 越是古老越喜爱。耍起传统的社火, 他们会高度忘

情, 能在表演的瞬间, 达到超常的心理平衡, 忽略与某些行政单位的冲突。如因政府没给打

井憋气的建立村冉家组社火队, 正月十四耍社火, 鼓头冉某和贾某全家都来了, 贾某 60岁,

负责敲鼓领头, 老伴 58岁扭秧歌, 儿媳妇也扭秧歌, 孙子 10岁多, 跟着爷爷敲鼓。南强村

角门组社火队的老把式张某和田某, 全家都参加了正月十四的社火, 人称“四世同堂”。这能

说明这个节目是真民俗, 这正月十四的泾阳社火中, 它的民间性是唯一的。

(二) 表演时间分析

官方社火的表演时间在白天。民间社火的表演时间有白天, 也有晚上。在当地, 晚上是

神灵的“上班时间”, “办公地点”在太壶寺, 这是一座明代寺庙建筑。正月十五晚上, 我们

看到对某些水电部门“一肚子气”的南强村角门组社火队来到这里, 给观音菩萨做了更卖力

的表演。当晚寺内还有另一台“民间佛法文艺汇演”, 表演者是来自泾干镇、雪河乡、燕王乡、

金柳村等农民香会的香会信徒, 约 50人, 聚在一起唱戏敬神, 会首还是南强村角门组的农民。

表演开始时, 他向菩萨致词说: “观音菩萨, 我们给您上香来了, 耍社火”。

泾阳正月十五的另一个重要民俗是天黑后到雪河乡庄头村祭祖,任何社火队员都不例外。

地方干部也要来这里祭祖。茫茫夜色中, 官员的小轿车、社火队的卡车、个体户的摩托车、仆

仆奔走的老百姓, 拥道塞途。头一天给领导耍社火的场面, 现在搬到了这里, 不过崇拜的对

象是祖先。

能组织社火队白天加黑夜表演的, 是乡镇私营企业家。代表者是泾干镇某经济开发区的

董事长, 他和兴隆社火队的班主老侯是老朋友。由他出资赞助, 社火队的表演可以打破敬人

与敬神的时间界限。由富商所掏的钱数控制耍社火的时间长度, 这在当地也是一个传统。

(三) 表演传统分析

据当地老户和知情老人回忆, 在 1949年以前, 现在的黑天隐蔽表演是在白天和黑天一起

公开进行的。从正月十三到十五, 整整三天四夜, 人们要过火神庙会。正月十四耍社火, 白

天有亭子、高跷、夜间僧众及信徒抬火神楼绕街游行, 狮子、龙灯、旱船、走马子、八仙细

乐跟随, 路线与现在拜“四大院”完全一致。现在的县人大所在地就是当年龙王庙的旧址。

清末民初至 20世纪 40年代, 龙灯以金柳村和粮集村为最有名, 曾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

里名满渭北。但在 1999年的社火表演中, 这两个村都没有出彩车, 不是因为没有经济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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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颇有点呈民俗“老大”的味道。金柳村还打出了龙旗, 以显示余威; 在正月十五太壶寺

的敬神唱戏信众中, 也有从金柳村赶来的村民, 表示古风犹存。

老人们说, 现在耍社火, 把过去的庙会与社火节目搞混了, 把白天的迎神活动都挪到了

晚上。从对县文化局三套集成办公室专业人员的访谈情况看, 在当地, 50年代后至文革前, 经

历了这场变动的过渡期。当时还在正月里的白天晚上耍社火游行, 活动都是由群众文化馆组

织的, 那些狮子大、锣鼓多的村, 被排在前面, 不像现在按政治表现排队。当时的金柳村仍

然底气十足, 难怪到今天还挺“牛”。至于按行政领导上班的白天时间耍社火, 是 90年代中

期以后的事。

(四) 表演冲突分析

在 1999年正月十四耍社火时, 在跟某些水电行政部门“斗气”表演的两个村中, 南强多

出了一支社火队, 在民俗方阵上加强了实力, 却故意留出了彩车的空间, 这一空间, 是一个

暗喻, 暗指被水电部门占用的土地。这个社火队压后阵的民俗群体人多势众, 表示要跟水电

局“斗”。建立村原指望政府扶贫, 打两口井, 结果少打了一口, 他们就少出了一辆彩车, 也

故意空出一块地盘, 暗指一口井, 表示让行政领导明白, 这对他们不公平。当然, 在整个游

行长队中, 他们的这种“抗争”, 只是一种象征性的表演, 但其深层思想, 都与水有关。而正

是这种思想观念, 造成了他们的仪式表演活动“与众不同”。有一个例子能从反面证明我们的

分析是对的: 正月十六泾干镇政府机关一上班, 就派干部下乡到建立村解决水问题去了, 这

表明行政部门在观看民间社火的象征性表演时, 看懂了。

四、泾阳民间水管理传统中的权力象征与现代变迁

泾阳老人说: “天下县, 泾三原”, 意思是说, 泾阳县和相邻的三原县得天独厚地共享泾

惠渠, 吃水有老本, 成了关中八百里秦川的白菜心。但古渠水量不足, 需要民间另外找水, 并

习染成俗, 这在当地也成为历史。民间找到的水是“民水”, 为泾阳县的不同村落所享用。据

对泾惠渠管理局和民间水利会的老人的调查, 泾阳的“民水”与泾惠渠的“官水”是两个管

理系统。继续分析泾阳县的耍社火, 可以进一步发现在当地水管理系统中, 民间的象征性管

理与行政化的日常管理的区别、互动与时代变化。

(一) 官水是权力的标志, 是官方控制的水资源

以泾惠渠为例, 从地方志看, 民初以来, 当地官方的水管理职权范围为: 划分水浇地的

等级, 控制放水秩序、时间、流量、水费、兴修配套水利设施: 坝、井、抽水站、水库等。当

年善理渠事的水利专家李仪祉的事迹, 至今受到传扬。50年代后, 实行社会主义大锅饭, 按

村落地亩收水费, 帐目清楚。80年代以后,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分田到户, 改

为按户收水费, 许多社火队通过耍社火, 建立家户与水管站的联系。但也有一些渠段假借收

水费搞权钱交易, 被农民斥为腐败。

(二) 民水是神赐与人力的结合物, 是民间社火控制的水资源

民水的类型四种:

(1) 河水, 如泾河水, 冶峪河水。从前按民间契约使用, 违反者往往挑起械斗, 好勇斗

狠者胜。

(2) 雨水。在我们调查的泾干镇 12个村中, 大多数五六十岁的村民都能谈出祈雨找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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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经过。从访谈看, 当地的男性农民每逢旱灾之年, 都要在阴历五月在马脚的带领下祈雨,

1949 年以前, 当地有过两个出名的马脚, 一个叫保柱, 一个叫张麻子。祈雨时, 他们身穿蓝

衣, 头扎白布包巾, 上顶黄表棱角, 脚踩麻鞋, 口含 115米长的钢锥, 手持七尺麻鞭, 率队

前行。据老人回忆, 这条祈雨路线为:

城隍庙 (或太壶寺) →花池渡柳家泉庙 (柳毅庙) →翠花山娘娘庙→大曲村水落庵, 窝

水七天→县城西关 (翠花娘娘的出生地, 马脚保柱带数村男性村民在此迎候) →县城东门

(与柴焦村来的另一个马脚张麻子带领的祈雨队伍相撞, 在十字路口处, 争送湫水瓶权, 举行

神判仪式, 赌胜) →两队中胜者一方进城“夸水” (即安放湫瓶) →入太壶寺。

在这条路线上, 花池渡、大曲村和柴焦村, 是早年祈雨的必经之地, 那里现在还是贫困

村, 这次都没有出彩车。大曲村还是老年人记忆中的民俗圣地——祈雨窝水的地方, 这次甚

至没参加官方的社火。据当地传说, 翠花娘娘是泾阳县西关村人, 娘家在大曲村。年轻时出

嫁到缺水的塬区云阳, 后因生活不幸福, 逃回娘家, 在半路上坐化。以后又被道士收度到秦

岭山脉中的翠花山上成仙。传说讲, 因为是翠花娘娘的母亲和姥姥都住在大曲村, 所以大曲

村的人祈雨特别灵, 而社火队中的锣鼓家伙是祈雨中必须使用的仪式工具。

另外, 当地女性也祈雨, 方法是用水洗狮子。狮子是社火中的圣物, 与龙相对, 从当地

老百姓的观念看, 龙狮相对、水火相克。

(3) 泉水。山区农民的饮用水。

(4) 窖水。塬上地带的家庭用水。

(5) 以古水利建筑为引水的灵物。当地农民还传说供给泾惠渠水的泾河是一条龙变的, 民

间有二月二耍社火、绕渠道、拜泾河岸上的龙王庙的习俗。现在演变为正月初一绕渠首和拜

水电站、抽水站等水利建筑物。

从调查看, “民水”管理是以象征性管理为主的, 具体特点有:

11相信另一个世界对现实世界的水资源的控制, 掌握水权的圣灵有龙、狮子和翠花女神。

21制订水规水册, 按民间习惯法用水。

31在求取水量上, 按照神判决策, 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41在经费上, 按神费摊派, 收支公开。

不管是对“官水”的管理, 还是对“民水”的管理, 社火都参与其中, 成为一种特殊的

象征化管理。不过在不同的上下文中, 社火活动的象征内容有所不同。例如: 作为仪式, 它

能通过马脚、狮子和龙灯的配合, 把民权转化为神权, 以在找水的成功或失败之时, 避免大

喜大悲, 巩固民间管理的地位。据王兴林老人回忆说, 在这种社火仪式中, 有一个隐秘的动

作是拔龙牙 (拔掉龙头里的一根红蜡) , 龙牙象征出丁, 丁多才能水旺。而对社火中某些行头

器物的使用, 如只敲锣鼓或洗狮子, 这时它们就成了巫术的工具。那些社火的传说, 是农民

自己创造的文化, 为他们的精神需求所用, 别人信不信是小事, 重要的是他们自己相信, 并

为之喜怒哀乐。此外, 社火活动中的踏土绕行, 更是不可小视的细节, 它能表达民众对

“土”的观念, 还能通过社火队员的脚步行动, 把“土”与“水”相连。在泾阳的祈雨路线中,

有一段必由之路, 即进大曲、经西关、绕东关, 再进县城, 民间解释是迎候翠花娘娘的大驾,

其实是踩着泾阳县的土地绕城一周, 然后再把神圣的“水”种送进城内。这样就把两个世界

的东西融合在一起, 象征着水土两旺, 农业丰收。当地春季的社火绕渠习俗也是一种与水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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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踏土行为。社火队在踏行的圈子内表明自己的用水权范围。

五、结论

泾阳县正月耍社火, 直接或间接地关系到水。民众要实现社火的这一文化功能, 就要启

动民间社火组织的活动。在社火期间, 民众会巧妙地利用社火表演, 组织公共空间的对话, 提

醒行政领导部门改善政策, 合理分配水资源。由于社火表演的象征性、娱乐性、戏剧性特点

和它深厚的民俗文化基础, 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有关水资源的官民冲突, 不但不会得罪官方, 有

时还多少能解决一点实际问题。

A Survey of the Rela tion s between the Comm un ity’s F ire

and L oca l W a ter Adm in istra tion in J ingyang, Shaanx i
DON G X iao2p ing

(D ep t. of Ch inese L anguage and L iteratu re, BNU , Beijing 100875, Ch ina)

Abstract: T ak ing a sm all tow nsh ip in Shaanx i p rovince as a typ ical case and adop ting sym bo l research

m ethods, w e study, based on the fieldw o rk, the rela t ions betw een the p resen tat ion of comm unity’s fire and

local w ater adm in istra t ion. A s to the p resen tat ion, the structu re of the m ass p layers, the tim etab le of the p ro2
gram s, the tradit ional featu res and the conflicts of the sto ries, are the mo st impo rtan t sub ject m atters to ana2
lyze. T heir sym bo lized functions to the local w ater adm in istra t ion are expound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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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荆楚岁时记〉研究》——一部具有开创性的民俗学研究专著

由我校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指导并作序的博士论文《〈荆楚岁时记〉研究》, 经过作者萧放整理、修改后,

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近期获得了山花杯民间文艺理论著作一等奖。

本书是一部定位明确、脉络清晰、论证严谨, 颇有创见的学术力作。在绪论部分, 作者就用简练、精确

的文字勾勒出全书的概貌, 使人有一目了然的畅快与清新之感。正如钟敬文先生所言, 作者在此书中的“研

究业绩主要是对《荆楚岁时记》在中国民俗史与中国民俗学史上的学术意义的抉发⋯⋯将岁时记与民众生活

中的时间观念结合进行探讨, 这是前人未曾作过的开创性的研究。”

《荆楚岁时记》是中国第一部描写民众岁时生活的岁时民俗志著作。萧放先生在对此书的研究过程中力

图实现以下几个目标:

(1) 将《荆楚岁时记》文本放在长时段的大历史背景下进行解读, 寻找它出现的历史渊源与学术文化背

景, 从中总结出包括时间意识在内的若干有意义的民俗认识。

(2) 从文本的记述中发掘当时当地的民俗观念和民俗特性, 以明了大变动时代民俗交融演变的情况。

(3) 从文本的撰写体例、撰写原则及其在中国古代的长期流传中, 总结传统民俗著述的一般特性。

通观全书, 作者所提出的目标, 基本上都已实现, 而其结论性的论述稍欠火候。另外, 从通篇以事论理

的简练的写作风格来看, 个别章节的事件引述稍嫌具体而驳杂了些, 然而, 从一般读者的角度看, 这些有趣

的民俗事件又是本书不可缺少的亮色, 难怪有位读者风趣地说: “如果我在过年前看到这本书, 我就知道该

怎么过年了⋯⋯” (李音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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